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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春晚小品对上海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刘海波　戴　怡

摘　要：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是当下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平台，小品作为其中最重要的节目形式

常常起到地域形象塑造和传播的功能。文章聚焦春晚小品中的上海形象，认为以严顺开为标志的倒霉小人

物形象和以巩汉林为代表的上海小男人形象，主要传播了包括 “缺少男子汉气概的 ‘围裙丈夫’、多心猜

忌的待人之道、自私算计的处事风格”等上海的负面文化。这一结果既是戏剧艺术的内在要求，也是刻板

印象的惯性显现，更是中国从乡土熟人社会向都市陌生人社会转化过程中的道德反抗。文章强调上海应当

重视春晚平台，重塑城市形象，其中的关键是放弃语言壁垒、避免画地为牢，同时加强创作力量，传达现

代城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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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肇始于１９８３年，截止到２０１１年已延续２８届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下称 “春晚”）虽然越

来越受到争议与质疑，但每年除夕夜无法撼动的高收视率，俨然已成为 “国人新民俗”的辉煌地位，

都彰显着这个以全国、全民族大联欢为口号的大型电视直播节庆节目所拥有的巨大的社会影响与文化

价值。毫不夸张地说，从传播的角度看，在当下中国语境内，找不出第二个可以与春晚相媲美的传播

平台。拥有如此影响力的春晚，毋庸置疑已不单纯作为一场全国老百姓的狂欢派队而存在，它同时也

体现着国家的意识形态。［１］与此同时，中国千差万别的地域文化也在春晚中得到了尽可能多的呈现，并

在博人一笑之余，传递着主流文化的态度。

笔者对地域文化 （地方文化）的透视主要通过 “小品”这一春晚独创并已作为其标志存在的节目

形式实现。在歌舞、杂技、魔术、戏曲、武术、曲艺等丰富多彩的春晚节目形式中选择小品来审视，

除了因为小品在春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以至于它的成功与否几乎决定了整台晚会的成功与失败外，

还因为它十分钟左右的延展具有足够的文化容量。加之，最近二十年以来，地方性成为春晚小品吸引

观众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因此，以春晚小品为典型介质审视主流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的态度可谓恰

如其分。

２８年春晚小品对地域文化的呈现涉及东北文化 （东北方言）、西北文化 （陕西方言），齐鲁文化

（山东方言）、岭南文化 （广东官话）等，本文主要考察海派文化 （上海官话）在这一平台上的呈现，

即：在春晚这个国家意识形态展示平台上，上海在多大程度上被呈现，又以何种形象被呈现，这一结

果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作为被呈现者，上海应该主动采取何种策略实现理想的城市形象传播效果。

一、春晚小品与上海

据笔者统计，从１９８３年第一届春节晚会开始到２０１１年，央视的春晚舞台上一共出现了１６４个小品
节目 （包括哑剧小品、相声小品、歌舞小品、戏曲小品、杂技魔术小品等，但不含动物小品），其中具

有上海特色或者元素的小品有７个，即１９９０年 《打麻将》（巩汉林、岳红）、１９９１年 《陌生人》（巩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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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蔡明）、１９９３年 《张三其人》（严顺开等）、１９９６《一个钱包》（童正维、何冰）、１９９８《我在马路
边》（严顺开等）、２００２《花盆》 （黄宏、巩汉林、杨蕾）、２００５《装修》 （黄宏、巩汉林、林勇健），
总量并不算多。但如果把范围缩小到地域文化呈现上，那它就是仅次于东北文化之后，与西北文化

（以郭达、李绮为代表）和山东文化 （以魏积安、邵峰为代表）不相上下的热点区域文化。考虑到位居

第一的东北小品与金牌演员赵本山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上海形象在春晚中的这一显示度已足以显

示上海这座城市以及独特的海派文化在全国的受关注程度。

１９８３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代表南派喜剧的上海滑稽戏演员严顺开以其经
典的银幕形象 “阿 Ｑ”亮相荧屏，虽然这个短小精悍的演出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更趋向于电影或者话剧，
但却为后来以陈佩斯和朱时茂为代表的 “小品”奠定了受众对电视戏剧小品的接受基础。严顺开把滑

稽剧对小人物题材的关注和表现，把依赖丰富的肢体语言的表演特点带入了春节联欢晚会，一定程度

上也为后期春晚小品的成长与成熟开启了先河。这以后，严顺开成为上海乃至江南一带的形象符号，

只要有他参与演出的小品就会被冠之以 “海派小品”的称号。尽管除了１９９３年的 《张三其人》、１９９８
年的 《我在马路边》带有鲜明的上海特色外，《爱父如爱子》、《讲故事》等作品里的严顺开已经逐渐

湮灭了地域特色，难以代表海派文化，但是他的身份背景却仍然显示着春晚对各地区观众欣赏趣味的

照顾。

１９９０年春晚，精瘦的巩汉林以一口模仿得惟妙惟肖的上海官话，即带有上海方言特色的普通话出
现在小品 《打麻将》中，使得观众从此把他和他表演的人物及故事打上了顽固的上海印记。虽然巩汉

林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但他演绎的所谓 “上海男人”却成为严顺开之外另一个上海以外观众所熟

知的上海符号。

上海本土创作界特别是滑稽戏也曾试图进军春晚小品，但屡次因为方言和剧本问题被春晚淘汰，

２０１０年以来，春晚节目组也曾邀请海派清口表演者周立波北上，但却被高调拒绝，于是，随着包括海
派文化在内的南派文化的相对被忽视，春晚在南方地区的收视率一直持下降趋势。２００５年春晚的上海
收视率是２３８％，２００６年则跌至１７４％，２００９年则是１７２％，排在全国的中下游位置。［２］这一结果，
对意图统领全国乃至全球华人市场的央视来说，谈不上是胜利；而对上海地方来说，则是海派形象传

播的失职。

二、春晚小品中的上海形象分析

小品对地域形象的塑造，主要通过带有地域特色的演员形象和故事中的角色性格来实现，考察春

晚小品中的上海形象，其特点集中又鲜明，表现为如下两点。

（一）单一的人物类型

实践证明，一年一度的春晚小品擅长采用类型艺术的创作策略，即通过不断重复类型形象，在观众

心目中营造一种固化的刻板印象，形成创造与接受的不断循环。例如赵本山在十几年的小品表演中塑

造的角色虽然很多，但基本都属于狡黠、幽默、能忽悠的东北农民形象，在赵本山、春晚和广大观众

之间，这一形象的重复塑造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演员主动靠近，观众则更容易接受。这一类型化策

略同样适用于传播上海形象的严顺开和巩汉林，上海形象经由他们的塑造也越加刻板化。

１严顺开：倒霉的 “小人物”

严顺开是第一个参与春晚的上海演员，作为传统滑稽剧的表演者，他因为电影 《阿 Ｑ正传》而为
全国观众熟悉与认可，虽然沪籍或者说从上海走出来的演员不计其数，但严顺开几乎是最早被观众和

媒体强化上海身份的演员。不论他扮演的角色性格如何，口音是否为上海方言或官话，他的形象总是

与海派紧密相连。以 《张三其人》和 《我在马路边》为代表，严顺开为观众塑造了一系列倒霉的小人

物形象，这些小人物通常本性善良、但又有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的缺点，常常在面对两难选择时，犹

豫不决中陷入 “说不清楚”的尴尬窘境。这类 “小人物”，我们可以从严顺开的老本行上海滑稽剧中找

到传承，确证着这些小品的海派风格。无庸讳言，百年上海滩鱼龙混杂、高度紧张的生存环境确实在

一部分人身上留下了这些苟且偷生的历史印记。《张三其人》中的守门人张三拾到同事掉的菜，却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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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决是否应该交还给同事，因为新颁布的规则不允许上班时间买菜，张三一方面担心领导看到他包庇

同事的违规行为，又担心同事误会自己偷了她的菜，正不知如何是好时，领导先看到了他，急于解释

的张三又被返回找菜的同事撞见，误会他打小报告……谨小慎微的张三就是这样一个既不愿意伤害别

人却更担心自己无辜担责的小人物。严顺开丰富夸张的表情语言使这个小人物既可怜又可笑，但并不

可憎，显示了海派艺术家对身边小人物的宽容与体谅。

２巩汉林：夸张的 “小男人”

与严顺开地道的上海身份不同，身为东北籍演员的巩汉林被烙上上海印记靠的是他对上海口音惟

妙惟肖的模仿。巩汉林第一次上春晚，即通过 《打麻将》中一个胆小的上海男人形象征服了观众，让

人记住了这个精瘦的、戴眼镜的东北男人。巩汉林本身形象就比较文弱，声音尖细，长相秀气，因此

从外貌上看极符合刻板印象中文静、瘦弱，白皙的上海知识分子男性形象，但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喜剧

效果，巩汉林常常在舞台上有意夸大某些特点，例如尖着嗓子、拖着长音说话，举止或虚张声势、或

唯唯诺诺、或婆婆妈妈，这就扭曲了上海男人的文弱气质，形成了所谓的上海小男人印象。

（二）负面的地域文化

不仅关于上海的代表形象相对单一，春晚小品中传达出来的海派文化也多为非正面。登场的七八

个上海形象中，只有 《陌生人》里的主人公是完全正面的，其他或多或少都带有负面元素。《陌生人》

里的巩汉林扮演了一个送迷路的女孩回家的好心人角色，不管小品里的女孩对巩汉林扮演的主人公存

在多少怀疑和偏见，甚至还捆住他的手，主人公都不计较，还谎称自己与小女孩同路，使对方在知道

真相后感动万分。这里的巩汉林虽然依然是 “受气的软弱的”，但其目的却是高尚的，因此主人公的软

弱反倒成了可爱。但该剧只是个案，绝大多数海派元素小品走的都是调侃、讽刺的路子，具体来说，

主要针对的是地域性格里的 “缺少男子气概、精明猜忌和自私算计”等非正面因素。

１缺少男子汉气概的 “围裙丈夫”

春晚小品中的多次出现对上海男性 “妻管严”地位的调侃。以 《打麻将》为例，巩汉林饰演的丈

夫在爱打麻将的妻子蛮横的呼喝中，表现的窝囊、惧内，不敢有半点违抗。但在外人面前又要面子，

谎称自己是一家之主。《我在马路边》中的严顺开也是如此，拿着大包小包陪老婆逛街的丈夫苦中作

乐、口渴了买水喝都得向老婆讨零花钱、而且 “回家被收拾”也是司空见惯。这两个小丈夫形象无疑

是对上海女强男弱社会特征的夸张表现。而这一社会特征的形成有深远的历史与社会原因，与女性经

济地位的提高有密切关联———如同 《我在马路边》中的严顺开所云 “她年轻漂亮、工资比我高、烧得

一手好菜”，更有柔声发嗲 （和撒泼发 “作”）的拿手好戏，男人自然甘拜下风。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

这样的性别反转有正面意义，但是在男权社会居于主导的北方文化语境里，这一现象就成了被调侃的

对象。虽然 《打麻将》的显性主题是讽刺 “麻将人生”对家庭及夫妻情义的伤害，但整体的娱乐效果

都落在巩汉林塑造的上海 “小男人”胆小怕事、“妻管严”、爱面子的人物特点上，而创作者的文化态

度又对观众构成强力引导，使得上海版的 “围裙丈夫”一度成为没有大丈夫气概的贬义代称。

事实上惧内丈夫在另一位小品演员郭冬临饰演的一系列角色中也同样存在，但由于郭冬临主要使

用普通话表演，无明确地域特征，因此观众并不会像对待巩汉林和严顺开那样把 “惧内”跟地域形象

联系起来。

２多心猜忌的待人之道
１９９６年的春晚小品 《一个钱包》是三个同题小品的捆绑，它把北京、上海、陕西三个地方的文化

直接拿来进行了比较。其中上海老夫妻捡到钱包后，一次次验证失主身份是这个小品的看点，也是与

另外两地小品的比较点。当上海人不厌其烦地验证被拿来与北京人的爽快热情和陕西人的质朴本真相

比时，观众显然就体会到了别样的味道。捡到钱包的老夫妻之所以会反复验证失主身份，是建立在防

范、猜忌、不信任的基础上的。这一本能首先反映了上海作为移民城市和商业都城，人与人之间信任

度的降低。这一点并不神秘，不过是费孝通所谓从传统的乡土宗法制的 “熟人社会”向现代商业的

“陌生人社会”过渡的必然结果，但是对于无辜的失主来说，如此不被信任、反复盘问，无疑会感觉不

爽。旁观的观众既不会赞同这种信任度低的社会氛围，也难以接受建立其上的待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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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都市人的猜忌心理在小品 《装修》中也得到了讽刺和批判。不顾邻居只顾自己的房东巩汉林

由于处处流露出对装修工人的猜忌和防范，就不仅会遭到工人黄大锤 （黄宏）的反感，也当然让招致

观众的讨厌，因此当装修工人给予言语的反击时，观众自然就站在了装修工人一边。

３自私算计的处事风格
小品 《装修》不仅对那种猜忌多虑的待人之道进行了揭露和反击，更对主人公斤斤计较、自私自

利的劣根进行了批评，批评的方式就是让其 “损人不成反害己”。主人公因为担心装修工人偷工减料而

自买材料，以至于花七十七块钱的打的费去买一毛一分钱的钉子，自己触电被工人用锤敲开后还要跟

工人计较这一锤不能算钱，如此夸张的表演证明了主人公的精明算计不过都是愚蠢的小聪明。如果说

猜忌防范别人至多招人讨厌，那么精于算计、占人便宜就是一种可憎的劣根了。小品中的主人公为了

自家的装修乱砸承重墙，还匪夷所思地想在墙上挖出一个壁橱来，如此小气算计，可谓极品。结果墙

被砸穿，还要给人家重新补上，真应了那句 “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古训。

除了上述小品外，严顺开还塑造了一系列的或可怜或可爱的老头形象，巩汉林则在 《如此包装》

和 《打工奇遇》中塑造了两个奸商形象，不过这些形象身上地域特征相对模糊，不能硬拉进本文的研

究范围。

三、春晚小品上海形象成因分析

（一）喜剧艺术的要求

上海形象在春晚中主要以负面状态出现，在笔者看来，首先源于春晚小品喜剧性的内在需要。除夕

之夜，全民同乐，春晚小品只能走喜剧路线，喜剧是讽刺的艺术，拿生活中的负面现象和人物身上的

负面因素来开涮是艺术本性使然。事实上，赵本山塑造的东北大忽悠、郭达塑造的陕西乡下人也满是

可笑的缺点。

（二）刻板印象的惯性

春晚小品对上海形象的负面呈现不可避免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刻板印象是历史的产物，例如早期上海

作为移民城市人与人之间信任度不高，鱼龙混杂之下坑蒙拐骗现象高发和因此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的防范心理，

高密度高竞争生存压力下的斤斤计较，计划经济时代户口制度保护下优先照顾城市所带来的排外心态等等，

人们耳熟能详的 “上海缺点”既非空穴来风也都有历史原因可究。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上海重新实现了人口

流动，但一方面长期形成的缺点可能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残留在一些人身上，另一方面也会顽固地以 “刻板印

象”的方式保留在他者的先入之见中，成为喜剧艺术现成的嘲弄对象。

（三）两种文化的磨合

上海形象在春晚小品中的非正面呈现还有转型期中国不同文化类型相互冲突磨合的原因。即北方乡土

文化和上海都市文化的冲突，这一冲突既有地域的维度，也有时代的维度。春晚以融合中华各民族文化为

目标，但不可否认，中华主流文化还是依托北方乡土文化发展而来，春节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阖家团圆、守岁祭祖，都带有鲜明的传统乡土文化的特色。因此，以普通话和北方方言为主要艺术语

言的春晚及其小品节目中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北方乡土文化内核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一来，对上海现代

都市文化中陌生人之间的契约精神和现代家庭中女性主导的地域文化特点就难免不适应，站在北方乡土文

化本位立场对其进行调侃、挖苦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随着人口自由流动，地域文化的交融会顺势实

现，一种新的综合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精华并且适应时代潮流的中华文化也会逐渐形成并反映到春晚

中去。

四、上海应借助春晚传播美好城市形象

（一）重视春晚平台、重塑城市形象

城市形象建设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没有良好形象的城市，很难具备长久的竞争力。而一座

城市给人什么样的印象通常决定于它给人的第一次感觉即 “首位感知”。在视听文化和大众媒体高速发展

的时代，这种 “首位感知”更多地来自于电视传媒。如本文开篇所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就是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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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平台，上海文化界理当重视这一平台并有效地利用这一平台，改变人们对上海业已

形成的差别于实际的刻板印象，同时提升市民对城市的认同度和归属感。

然而遗憾的是，上海文化界似乎并未对春晚平台给与充分的关注，在几次登陆春晚失利之后，上海本

土的艺术工作者更强调自己的目标市场在本地。如果说上海观众拒看春晚是他们的自由，上海文化界热衷

于另起炉灶，与春晚抢分市场蛋糕，就有以市场为遮羞布，放弃阵地之嫌了。

（二）放弃语言壁垒，避免画地为牢

对于正宗海派文艺节目无缘央视春晚的现象，我们听到最多的解释是语言问题，即上海话属于吴方言

区，迥异于全国通行的普通话，因此上海小品很难冲上春晚。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未免有画地为牢的嫌疑。

上海的确有一种单纯用上海话表演的地方曲艺 “上海滑稽戏”，它的桥段和笑料纯粹建立在上海话基础上，

唯有用上海话才能显现。且不说上海滑稽戏不过是全国几百个地方曲艺的一种，要求它上春晚既没必要也

不合理，即便是滑稽戏进了春晚也未必就能改善上海形象，因为滑稽戏正是以模仿和调侃人们滑稽可笑的

一面立足，无论它是对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进行挖苦嘲笑，都无益于改善观众心目中的上海形象。

因此，上海文艺界应该打破方言迷信，不能指望全国观众都懂上海话，而不说上海话照样可以传达出

上海味。既然严顺开和巩汉林可以用上海官话来演绎上海形象并为观众所接受，为什么上海的艺术工作者

就不能同样进行创作呢？２００９年以来，周立波海派清口登上东方卫视并赢得全国观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固然海派清口创立之初，以 《笑侃三十年》为代表，内容主要是讲述上海人的历史记忆，很多桥段具有鲜

明的地域特色，广受欢迎的段落也往往以上海话来演绎，但是登上卫视面对全国观众以后，周立波用８０％
以上的普通话夹杂着少量上海方言同样可以把海派清口说得有声有色，没有人会因为周立波改用普通话就

否认节目的海派风格。节目好不好，关键还是看内容。

（三）加大创作力量，传达时代精神

上海不只有一副面孔，也不存在单一的上海文化。上海文化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多侧面的解析。例如

历史上上海既有殖民地的等级制文化传统，也有左翼的革命文化传统。上海既有老洋房精英遗留下来的

“精致”文化传统，也有石库门小市民遗留下来的 “精明”文化传统，还有码头底层遗留下来的 “无产

者”文化传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工商业城市，契约文化是城市文化中最具正面价值

的成分，契约文化是商业发展的必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是现代市民社会的核心特

征。人们常说上海人 “讲规矩”，说的就是这种契约意识。此外，上海政府的行政能力、管治水平和市民

的维权意识在全国也处于领先地位，上海由来已久的慈善文化和世博会上大放异彩的志愿者文化，都是值

得表现和弘扬的与时俱进的正面文化精神。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自上世纪９０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后，
随着新一轮移民潮的持续，上海的城市文化也早已随着各地精英的到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海城市形象的不彰和本土文化的式微，归根到底是政府对文化传播重视不够，缺少有效的组织和引

导，过多地依赖市场①。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上海电影业、还是电视业，在文化产业尚未发育完全的阶段

过多地依赖市场，放任自流，往往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具体企业片面追求收视率，以盈利率为导向，放

松了政治和文化责任的承担；二是创作力量自由分散，得不到有效的集聚，自然也就难出艺术精品。尤其

在涉及城市形象传播问题上，是需要设计和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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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举办国际电影节为例，在政府毫无投入的情况下，上海国际电影节组委会每年要忙于为一两千万的经费而四出招商，而今年

始办的北京国际电影季，开年即获得了政府三千五百万的资助。


